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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景观基因胞”概念原指传统城镇景观的基本单元，是对有机体细胞的类比，所有聚落建筑、构筑

物其实都可以看成形态、功能不一的细胞单元，它们共同协作构成聚落文化景观有机整体。文章延续这一概念，并

继续与生物细胞的生物学特征进行类比。研究认为，景观基因胞具有如下生物学特征：代谢活动；增殖与凋亡；遗

传与变异。其中，代谢活动包括空间代谢、物质代谢与功能代谢，遗传方式包括胞扩散、胞变异与胞恒定三种方式。

最后，文章选取湘东北及湘东南三个传统聚落——张谷英村、中田村以及上甘棠村，对景观基因胞生物学特征的表

达方式进行案例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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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概念及理论运用至地理学与相关研究早已有之，如大地有机、生存空间、文化进化、聚落形态、蜂巢模型、元胞自动

机等[1,2,3,4,5]。而对于聚落景观研究，其生物特征在地理学、人居环境学以及建筑学等学科中也均有认同，如将聚落比拟为独特的、

复杂的生物个体[6,7]，或是进化中的有机体[8]，以及将聚落地方性特征比拟为景观基因和基因组[9,10]等。在地理学思想发展中，聚

落已包涵生物个体、细胞以及基因三种层次的特征与属性，还有如形态周期、有机更新、有机秩序、人居环境演化均表现出“聚

落—类生命系统”的生命周期性、系统复杂性等特征[11,12,13,14]，而且相关论述具有普遍性。 

传统聚落长期是人类聚落主要的存在方式，国内传统农耕聚落具有悠久深刻的历史社会及自然环境背景，具有如下典型特

征：土地稀缺、繁殖扩展、协同合作、适应环境。全新世以来气候波动起伏，“黑河—腾冲线”以东地形复杂、河流纵横，人口

迁徙（核心区向边缘区）以及治水文化史贯穿华夏历史，而与之适应的“家庭主义”（集体主义）先天带有“中心性”特征，并

逐渐演化为“血缘”与“地缘”的社会基本关系，以及家国伦理的儒家思想[15,16,17]。文化景观是由一组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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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18]。而东方“家庭主义”血缘性的社会关系也必然在广大聚落景观中映射，聚族而居的代表性景观表征有“宗祠”“场

屋”“围屋”等。血缘性其本质依旧是生物性，其显著特征为传承性与扩展性，因而在社会性与文化性上，多处于半封闭状态的

南方传统农耕聚落，其生物“遗传”特征应是显著的。营造活动也表现出“集体无意识”状态
[19]
，是历时性的经验与文化适应的

结果。 

“景观基因胞”概念原指传统城镇景观的基本单元[20]，是对有机体细胞的类比，所有聚落建筑、构筑物其实都可以看成形

态、功能不一的细胞单元，它们共同协作构成聚落文化景观有机整体。本研究从景观基因胞切入来探讨传统聚落的生物学特征，

有如下考虑：景观基因胞是聚落景观的物质构成单元；景观基因胞是聚落遗传信息的主要载体；景观基因胞是具有活性的，具有

相对独立的、有序的代谢体系。类比与归纳聚落景观的“胞”生物学特征有助于从微观视阈认识聚落的类生命特征，以及其演化

的自然规律性，也是对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理论的有益补充。同时，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构成，对传统聚落景观“基因

胞”类生物学特征的诠释，也是对物质文化单元载体的特征及规律性进行描述与解释，本研究的延伸将有助于推进传统文化景

观的有序传承与革新。 

1 相关概念 

1.1 生物细胞 

细胞是各种活体组织的通用建筑组件，是有机体生长与发育的基础。细胞英文“Cell”原本就具有房间的涵义，也与细胞最

初被发现所呈现的形态相关。目前生物科学的观点，一切现代细胞都是由同一祖先进化而来，它包含了地球一切生命所通用机制

的原型，通过突变，逐渐趋异，形成多样的生命形式[21]。大致可通过细胞的结构、代谢、增殖、突变、遗传以及凋亡过程来认识

细胞的生命活动。 

①细胞结构。以动物细胞为例，细胞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线粒体、内质网、溶酶体、核糖体、高尔基体等部件构成，

各部件协作形成相对独立与稳定的内环境。 

②细胞代谢。细胞代谢是指细胞内所发生的用于维持生命的一系列有序的化学反应的总称。细胞生命活动以物质代谢为基

础，以能量代谢为动力，以信息调控为基础。代谢过程使得生命体能够生长和繁殖，保持结构以及对外界环境做出反应。 

③细胞增殖。细胞都采用一分为二的分裂方式进行增殖，细胞增殖是生物体生长、发育、繁殖以及遗传的基础。 

④突变与遗传。突变是指细胞的遗传物质 DNA 基因组发生改变。有些突变是可以遗传给后代的，称之为可遗传的变异，而生

物的进化则以这种可遗传的变异为基础，产生新的适应性群体。 

⑤细胞凋亡。细胞凋亡是为维持内环境稳定，主动由基因控制的自主死亡。细胞凋亡的生物学目的是清除不需要的细胞，保

持个体发育的正常进行。 

1.2 景观基因胞 

聚落景观是历史过程与时间序列所叠加的结果[22]，正如环境与行为研究学者阿摩斯·拉普卜特（Amos Rapoport）所说，“文

化景观只能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集体无意识地生活体验和无数干预自然的决策而累积起来的”[23]。传统聚落所在的乡

村基层市场（集市）区域，其文化单元具有相对封闭性，框定了大部分传统聚落居民的主要活动范围[24]。对于南方聚落而言，文

化交流上的相对封闭性又往往与地理环境的自然隔离有关，这就使得传统聚落景观具有某种独特性与地方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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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蕴含地方符号的相对稳定的文化景观特征，构成了文化景观遗传的基础，即景观基因[25]。景观基因“胞”源于景观基因

理论中对聚落景观基本结构的“胞—链—形”图解，是文化景观基因信息的物质载体，是凝聚了传统聚落社会文化意识、技术以

及劳动实践的基本物质景观单元。 

本研究对“胞”的内涵进行拓展，基因胞也囊括“链”——交通网络的范畴，以及如“半月形”风水池等的形态类型，因遗

传信息选择性表达差异，分化成形态与功能不同的基因胞类型。传统聚落的景观基因胞大致可以分为住宅类、庙寺类、娱乐类、

休憩类、文教类、交通类、防御类、风水类等类型，它们彼此联系，构成了传统聚落社区群体日常的生活空间。 

在本文中，主要以占绝大多数比例的住宅“基因胞”来阐述其类生物学特征，具体可从代谢活动、增殖与凋亡，以及遗传与

变异三个主要方面来进行说明。 

2 景观基因胞的生物学特征 

2.1 代谢活动 

景观基因胞的代谢活动与细胞代谢目的一致，都是为了维持景观单元（个体）结构与功能的正常运行，抵抗自身熵增的过程
[26]。而参与这一过程的，同样是物质代谢、能量代谢与信息调控三个基本系统。其产生的结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物质代谢、功

能代谢及空间代谢（图 1）。 

物质代谢对于以梁架木结构为主的东方建筑及构筑物而言是必需的，如柱子、屋面、台基、墙体以及油饰彩画等都是容易受

到损毁的部位
[27]

，而重建也常发生在诸如祠堂、庙宇、道路、桥梁等公共建筑或构造物上。景观基因胞的物质代谢除了包涵对景

观基因胞的修复与重建过程外，还包括为适应家庭、技术、社会变化的更新情景。其发生过程既可能是由外至内的材料与符号更

迭，也可能是由内至外的功能与服务提升，但基因胞的建筑骨架与空间逻辑并未发生质的变化。 

功能代谢是指景观基因胞的功能发生变化与更迭，并可能与物质代谢同时发生。这个变化也可能是反复的，或者说传统聚落

景观基因胞的某些类型自身就带有功能的灵活性。如湖南浏阳楚东村的“锦绶堂”，自建成百年经历居住、行政中心以及重点文

物保护的功能变迁。物质与功能代谢是景观基因胞的适应性调整，代谢过程也容易发生衍化[28]，并促成基因胞变异的产生。 

空间代谢是景观基因胞的日常代谢活动，是调整因自然因素以及人为活动等造成的熵增现象的持续能量输入过程。例如，热

辐射过程、给排水过程、通风过程以及劳动干预的清理过程等。传统建筑在空间的组织与建造上，多有考虑其日常活力的维持，

力图保持与周边环境的平衡，即从选址到房屋功能布局均有经验依据与习俗规范[29]。 

2.2 增殖与凋亡 

景观基因胞的增殖是指因为家庭规模、经济规模等要素发生变化，某类型基因胞经复制后数量增多的现象。景观基因胞的增

殖属于发生学范畴，即增殖过程有同源性，基于血缘或地缘，其过程与人口变化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聚落内部的人口增殖及迁

徙扩展，并可能刺激其他同类胞体的模仿，并不断迭代进化。 

基因胞增殖既是人口再生产的过程，也是空间再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景观遗传物质再传承的过程。景观基因胞的增殖与遗

传是同时发生的，基因胞可以通过增殖方式实现基因信息的遗传与扩散过程，这与细胞的增殖并无明显差异。遗传信息与景观基

因胞载体是共生的，尽管这种历史情景随着数字化与虚拟化的实现[30]，文化符号遗传信息可从原有载体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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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胞的代谢活动 

景观基因胞凋亡是指景观基因胞的遗传信息与载体的湮灭，在历史景观演变过程中，类似于程序性死亡，凋亡在并不追求建

筑物长存的传统文化下是常见的。文化景观更迭与生物演化雷同，而其发生的微观场所就在景观基因胞，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胞在

当代界面存在传统需求减退与当代需求变革间的矛盾作用力，若无逆向干预，自然走向凋亡，现存较好的传统聚落往往处于矛盾

相对缓和的局部环境中
[31]

。 

凋亡难以避免，比较理想的情景，或非阻止景观基因胞的凋亡，而是促成其再生与进化，以实现传统聚落生活景观的整体适

应性调整与活力再生，此点也类同细胞凋亡在生物学上的意义。 

2.3 遗传与变异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胞的遗传机制与细胞的二分裂方式存在差异，是指景观基因胞遗传信息在时空界面的长久存在机制。景

观基因胞遗传方式有三种：胞扩散、胞变异与胞恒定。景观基因胞遗传表达方式与分家式的家庭制度、历史社会环境，以及基因

胞类型等有关。 

胞扩散是文化扩散的现象之一，包括迁移扩散与扩展扩散，但这种扩散往往会受到地域影响与限制，因而具有显著的地方性

与区域性特征[32]。比较直观的情况是自然村落的增殖过程，相似的思想观念、技术系统与经济基础，使得某区域自然村落往往风

貌和谐统一、连贯成片，如在湘南地区，汉族住宅基因胞被当地瑶族广泛接受等。 

胞变异是指某景观基因胞类型，在时空蔓延过程中，形成共时性变体与历时性变体的过程，即类型的地域性演变与历史性演

进[33]，胞变异与胞扩散往往同时发生。如源于北方的“四合院”经时空适应性演变，变异为多类型合院式建筑[10]，如“四水归堂”

式的皖南民居、“一颗印”式的云南彝族民居等。景观基因胞类型的变异即使在同一聚落也是可察觉与辨识的，如南方聚落常见

的“一”字型、“L”型以及“凹”字型、“H”型的悬山顶穿斗式多开间民宅，其原型应是符合传统礼制的独栋正堂三开间民

宅。 

胞恒定并非严格的遗传现象，但是此类基因胞往往多次重建，以公共信仰体系地方建筑或构筑物为主，如文峰塔、风水池、

文昌阁、土地庙、祠堂等，符号体系相对恒定，构成地方集体共同记忆、情感与观念，是传统聚落景观较为恒定的部分，是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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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观遗传方式，如上甘棠村始建于明万历四十八年的文昌阁，至今依旧巍然屹立。 

3 景观基因胞生物学特征的案例研究 

3.1 研究区域及案例 

本研究的案例选取自湘东北及湘东南区域。此区域始于南岭，终于洞庭，以湘江与洞庭湖为主轴，支流密布，跨越约 4.5 个

纬度。区域边缘多山岭，东有罗霄山脉，南有南岭横贯，西有越城岭、雪峰山支脉，腹地多丘陵、河谷平原。以汉族聚落为主，

少数民族（瑶族）村寨多见于郴永山地。随中原汉文化沿洞庭东西两侧及湘江流域不断向南渗透，区域开发有南北快慢之别，中

下游地区平原地区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与文化积累，而南部多山地，中原与荆楚文化在此与古越族文化杂合共生
[34,35]

，后明清时期

湘楚经历人口自东向西大迁徙，其中以赣文化、客家文化影响为盛[36]。因而，可以大致将此区域看成是中原汉文化先南北纵向延

伸，后从东部平行渗入的文化带，整体上文化景观基因胞具有连贯性与相似性，湘东南景观则具有潜在滞后性，这有助于分析基

因胞的扩散与分异现象。根据建村历程、宗族单一性、村落风貌等典型特征，本研究从北至南选取张谷英、中田以及上甘棠村 3

个明清风貌传统聚落作为研究案例（图 2),3 个村落都是远道迁徙而来，定居繁衍的村落。 

 

图 2研究区域及案例点分布 

①张谷英村。张谷英村位于幕阜山脉余脉渭洞盆地中，有渭溪河与玉带河穿村而过。始迁祖张谷英于明洪武四年（1372 年），

沿幕阜山脉自江西入湖南，迁居至此地，至今已 600 余年。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 年），八世祖张伏层从石桥冲旧居迁至渭

洞张谷英村现址，在东南端始建“当大门”建筑群落，清朝嘉庆七年（1802 年），十六世祖张续栋沿渭溪河北上不远建第二代屋

“王家塅”，清朝嘉庆八年（1803 年），张续栋兄张续彬在西北端建“上新屋”聚居点。各建筑群呈“干支式”结构，内部住宅

单元以天井为中心，自成庭院，多庭院组合，贯为一体。 

②中田村。中田村位于常宁庙前古镇北侧谷地，背倚翠微峰，前有月光塘，左有谭水河绕村而过。始祖福五郎，祖籍陕西，

原籍江西吉安，由茶陵调守桂阳，明朝永乐二年（1404 年）择居于此。李氏经长子繁衍，清中期达到鼎盛，因处于多战乱之地，

民风崇文尚武，遂成军事防御型聚落。如今，明清古建筑群坐南朝北，规划整齐，砖木结构，硬山顶，“金字屋”形制，无檐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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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民居围合，似窨子屋[37]。 

③上甘棠村。上甘棠村位于都庞岭与玉屏山脉间，为山地丘陵地貌。古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前有案山，是典型的传统风

水聚落。村西南侧始建于宋代的文昌阁与村东北边的昂山一实一虚，以谢沐河为阴阳线，使得古村呈现太极八卦格局[38]。周氏族

人祖籍山东，逐渐南迁，其中一脉于唐代（806—820 年）从宁远大阳洞迁至上甘棠村定居，繁衍至今。上甘棠村从唐代里仿制

布局演化成中原文化庭院式院落[39]，以邻河街道为主轴线，巷道干支式布局向内侧连通居住建筑群。 

3.2 案例分析 

3.2.1 基因胞的生命历程 

基因胞的生命历程意指基因胞个体在时空范围内存在的过程。景观被认为是某种连续过程，而非完结的形式[40]，因而，景观

基因胞自身及周边都处于变化之中，景观基因胞的代谢过程与凋亡过程都可以纳入基因胞的生命周期中。基因胞的生命历程包

括出现、代谢、衰老、凋亡与可能的再生（重建）五个阶段。 

基因胞群体生命历程，可能处于“连续占据”的某个演替界面。在当代语境下讨论传统聚落的消亡过程与保护急迫性，与传

统聚落景观所处的快速更替界面有关。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胞存在被新出现的基因胞“吞噬”的压力，而这些基因胞的出现，并不

能视为原有基因胞的重建或变异现象。外部现代文化冲击力在改变其既有的、缓慢的进化模式，以服务于地方社群现代聚落文化

诉求。 

 

图 3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胞的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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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处于聚落文化的交替界面，因而可以从单个聚落案例的时空界面来观察不同基因胞所处的不同生命周期活动及其

外部环境。当然，这种观察是对短暂景观横截面的判断，而非该传统聚落景观最终形式的判定。以中田村为例（图 3），民居群

历史上峰值可达 800 多户，自 2012 年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后，中田村聚落核心区被停止拆建，至今保留有清至民国旧宅100 余

幢，但随着原有居民陆续搬离，如今仅有部分老人居住，居住人群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社区失去原有活力，基因胞的物质代

谢、能量代谢与信息调控系统受损严重。 

《宅经》有云：“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对于大部分住宅基因胞而言，因居住人群的离开，自然处于濒于衰老与凋亡

的边缘。从断壁痕迹观察，显然有很多传统住宅基因胞已经凋亡多年。部分住宅基因胞经财政出资得以修缮，但其功能已悄然发

生变化，文化遗产价值得以强调，现已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住宅基因胞的正堂仍摆放祖

宗牌位，延续祭祖功能，有的被当作房祠堂使用。在潜在的旅游开发市场刺激下，仿古居住基因胞在中田村已初现端倪，影视文

化的选景拍摄，对传统聚落的价值得以再认识。基因胞所蕴含的历史景观符号意义得以延续，传统基因胞的修复与再建或将对外

部需求产生集体响应。 

新出现的住宅基因胞环绕传统聚落原有基因胞而增殖，呈方盒型与道路垂直，其整体路网结构与建筑肌理更偏重功能性，新

的基因胞更为坚固、结构设计弹性大、私密性强，结合电气化普及，胞内温度更趋于平衡，并基于宽敞的交通道路（类同神经细

胞），融入更宏观、稳定、联系更为密切的社会文化治理体系之中。对于大多数传统聚落，在非外部干预情景下，随着原有基因

胞代谢活力下降，逐步走向凋亡，而新出现的基因胞将逐步占据其空间，最终完成聚落景观的更替。 

3.2.2 基因胞的增殖过程 

基因胞同源增殖，有规律可循，相对明晰的地景脉络常见于基于血缘宗族式大屋的建造。南方大屋的建造过程有中心轴线可

依，为多进式厅堂，然后向两侧及四周拓展，正如《礼记·曲礼下》有言：“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

而两翼延展所形成的主、次院落格局都极为相似，基本都由堂屋、天井及左右厢房等空间类型组成，各院落间通过巷道进行间隔

与联系。院落间平面空间的相似性，反映的是宗族制度与聚居意识的统一性。 

以张谷英村为例，聚落盆地四周环山，人居环境相对稳定，家族式宗法伦理严明，其基因胞的连接形式与院落基因胞样式，

在时间序列上呈现高度一致性。自建立第一代屋“当大门”正堂屋开始，基因胞增殖与传承至今历经四个世纪，形成了当大门、

王家塅、上新屋三组团所构成的“龙”图腾张氏聚落群。张氏大屋各布局均采取纵横向轴线，呈“干支式”结构，内部按照长幼

划分“家支”用房[35]，形成以祖（正）堂屋为场域中心的建筑与居住布局[41]，于明清时期发展成熟[42]，故其村落风貌为明清湘楚

遗风，而其人口于今绵延二十六代。 

景观基因胞作为聚落的有机单元，特别是以天井为中心的住居院落单元，最能体现这一长时间轴的增殖过程。以第二代屋王

家塅聚居点为例，正厅堂为先，住房围绕中轴线厅堂而建，随人口增殖，衍生出横堂，居住基因胞朝两侧横向不断延展，形成若

干个天井围合院落，最终形成坐东北朝西南向的“丰”字形聚居格局（图 4)[42]。而王家塅实际居住安排与干支式的拓展方式互

为映射，即血缘性与居住空间邻近程度成正比，越靠西南与两侧走向的院落，其居住者血缘性离原始血缘越远，辈分更轻。这有

利于宗族场域的形成，以及同支系、同辈分家庭间的日常沟通，合离恰到好处，结构稳定有序，浑然一体。家族制度的安排，使

得基因胞随家族人口增殖而增殖，并实现原型式样的有效遗传，即居住文化的传承，纵使这一过程适应性地会嵌合更多的组合变

体和基因胞类型。 

3.2.3 基因胞的遗传过程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鲁克洪认为“文化是通过符号而获得并通过符号而传播的行为模式，这类模式有显性的和隐

性的”
[43]
。基因胞的遗传与变异是复杂的文化传播过程，以不同的表现形态或隐性含义进行变化，但其根本在于同源性，即“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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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不离其宗”。其中，基因胞的扩散是空间概念，但这种扩散需要历史事件的刺激与时间维度的叠加，才使得某类型基因胞在地

域范围内产生可辨识的分布。“方形围合”是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形态的主体基因[9]，形制起源久远，在原型基因胞扩散过程中，

随附着基因的融入，会表现出适应性表型差异，即基因胞的变异过程。以研究范围内围合型天井式民居单元为例，在湘东北、东

南均有分布，但平面格局与表型特征却存在差异，此现象是“方形围合型”民居基因胞地域扩散与变异的结果。 

 

图 4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胞的增殖过程 

从三个传统聚落的家族迁徙路径可知，区域案例聚落都直接或间接与中原文化相关，此与中心区向边缘区迁徙的史实吻合。

房屋、天井、庭院构成的虚实居住空间多为方形嵌套的组合空间，是自然、文化与居住三者秩序的统一安排。其中，重要的空间

单元放置在中轴线靠后的位置，基本上是厅或堂屋。从张谷英、中田以及上甘棠的住宅基因胞的平面形态与功能布局来看，在处

理居住行为与自然环境及家庭伦理的关系上是高度统一的。屋顶斜坡倾入方形天井，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产生光、水、热、气的

交互，而四周墙面围合形态用以确保居住的私密性与安全性，厅堂均位于中轴线上，宗法制得以体现（图 5b）。三个村落虽跨越

多个地理纬度，存在外部环境的自然差异，但居住文化的内核却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因而，可以判定其为中土儒家文化住宅基因

胞原型扩散的具体体现，是历史人群迁徙的集体记忆与心理沉积。 

纵使案例基因胞展现出相似的精神世界与宗法制度，但在胞间连接方式及局部特征上却存在差异，使得基因胞迈向变异，此

与基因胞的选择表达及环境适应相关。张谷英村属于南方大屋类型，各单元组织严密，浑然一体，天井与巷道连接，多个建筑群

沿渭溪河共同构成“龙形”意象，使得住宅基因胞的胞间连接更为紧密。中田村的基因胞则以多进院落式住宅为主，外以露天巷

道连接，巷道规整逼仄，路基设有槽孔，防御性强。上甘棠村则以谢沐河与外部相隔，按照街巷式布局，设立门坊，按“坊”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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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有唐代里坊制度的遗风。在屋面及屋脸处理上，三者也表现出较大差异（图 5a、5c）。中田村与上甘棠村住宅基因胞外墙不

开窗或开小窗（如中田村的箭窗），而张谷英古村选址隐蔽，少战乱[44]，立面多有开大窗。中田村住宅基因胞屋面更是采取了无

檐无廊的做法，四周完全被青砖包围，以防止被火攻。这些差异与村落所处环境相关，中田村在历史上处于瑶族对峙的湘南前沿

阵地，上甘棠则深入瑶族世居地，“方形围合”院落向防御型变异上表现明显。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用生物学现象来类比传统聚落景观单元的综合特征，其目的在于从微观地理尺度探索传统地理观、传统居住方式及其时空

规律三者的统一方式，也是关于农耕聚落景观基本物质单元产生、存在与发展的抽象化描述。综合性归纳与案例诠释为本文的重

心，而非力图解释现象背后的机制过程。 

 

图 5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胞的扩散与分异 

同时，这种类比并非是严格的。文化现象与生物现象都具有复杂性，其共通性因与生物基因类比的文化基因“模因”（meme）

概念而广为传播
[45]
，但其差异性同样需要被审视。生物细胞的遗传信息只能通过一分为二的分裂方式进行传递或扩散，而景观基

因胞遗传信息的时空传递则包括了胞扩散、胞变异及胞恒定三种方式，生命周期特征也存在性质差异，其所属概念内涵也存在偏

差。所以，类生命特征是一个较为宽松的综合概念。 

简而言之，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胞的生物学特征主要包括类生命代谢活动，增殖与凋亡，以及遗传与变异三个侧面。这将有助

于理解聚落景观的过去、当下及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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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讨论 

在当代时空界面中，对于传统聚落景观保护的情绪是复杂的，不同对象对传统乡村景观的文化解读与权益考量并不相同。但

景观基因胞的自身规律性，似乎在表明，新旧交替，如何处理传统基因胞与新生基因胞的文化基因承接问题，才是症结所在。正

如建筑学家梁思成指出，“中国建筑重用木材，乃出于中国人之性情，不求原物长存，服从自然生灭之定律，视建筑如被服舆马，

安于兴亡交替及新陈代谢之理”[46]。对传统聚落保护的出路或许在于对新生基因胞快速增殖所导致的地方文化景观无序性的审

美反思，以及如何处理社会关系从血缘向业缘的转变过程中，景观基因胞连接方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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